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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评估
——检验多重差异理论的适用性

梁增贤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过往研究通过对多个具体生活质量领域的评估来衡

量总体生活质量，找出生活质量的“短板”领域，并针对性地制定

改善方案。然而，社区居民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评价有时并不来

源于具体领域，而是依据对各种“参考标准”之间比较差距的衡

量 。 基 于 此 ，Michalos 提 出 了 多 重 差 异 理 论（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并在生活质量研究中广泛发展。文章基

于多重差异理论，以河南焦作云台山周边社区为例，分别于2014
年和2015年开展问卷调查，收集435和394个有效样本，实证检

验该理论在中国旅游情境中的适用性。研究表明，多重差异理

论在评测居民生活质量上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就案例而言，周

边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自己认为值得的生活状况以及过去最

好的生活状况是社区居民对自己目前生活质量评价的关键参考

标准。旅游发展只有在上述生活质量的比较差距中产生积极效

应，居民总体生活质量才会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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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发展旅游推动乡村社会经济进步，实现旅

游扶贫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各级政府重要的政策选

择。在此背景下，旅游发展对居民生活所产生的积

极效益被给予了更大的期待，而正确衡量这一效益

则成为乡村旅游扶贫（或减贫）的前提。当前，旅游

发展从城市延伸到乡村，乡村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不可避免地受到旅游者及其活动的影响[1-2]，既有积

极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如人流拥挤、交通拥堵、停

车困难和环境卫生等问题[3-5]。尽管旅游影响的研

究逐渐受到重视[6-9]，但准确地评估其对生活质量的

影响一直是研究难点[10]。近年来，直接探讨旅游发

展与居民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有了一定积累 [6-8, 11-

15]。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

being）[7, 12]、幸福度（happiness，又翻译为快乐度）[9]和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11]等理论，其基本思路

都是认为居民的总体生活质量是基于多个具体生

活质量领域的某种综合衡量。人们通过旅游发展，

改善生活质量的“短板”领域，就能提高总体生活质

量。然而，这一思路的缺陷随着实证案例的积累而

逐渐显现。例如，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社区，

旅游对生活质量各领域的影响不同，程度不一[11]，此

时综合评估所有领域的影响则略有牵强。与此同

时，多领域的评测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解释力并不稳

定，缺乏横向可比性[16]。在我们对偏远旅游地社区

居民的调研发现，居民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评估并不

完全来源于具体生活质量领域，而是基于对各种

“参考标准”之间比较差距的衡量。

在西方，也出现类似的现象。1985年，Michalos

提 出 了 解 决 方 案—— 多 重 差 异 理 论（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MDT）。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总

体主观生活质量是基于个体对自我现实状况与参

考标准之间差距的比较[17]。Michalos进一步将其操

作化，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多重差异理论只需要3~5

个指标，就能够有效解释总体生活质量[18]。随后，社

会科学界广泛发展和应用该理论，以增强其稳定性

和适用性[19-23]。然而，该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却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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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检验该理论在中国

旅游发展情境下的适用性，以河南省焦作市云台山

周边社区居民为例，实证应用多重差异理论指标体

系测量居民生活质量，探寻偏远地区旅游社区居民

生活质量的关键“参考标准”，并提出提升居民幸福

感的有效途径。

1 文献综述

1.1 旅游发展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在生活质量研究领域，衡量生活质量通常包括

客观指标（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主观指标（美国模

式）。前者认为相关生活物质条件的提高就能更加

幸福，而后者认为生活质量来源于人的主观体验和

感受，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提升 [24]。

在中国，由于许多官方数据缺失统计，客观指标无

法取得长期可靠的数据支持，主观指标也就自然受

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广泛推崇[25]。其中，以主观幸福

感（subject well-being）为代表的主观指标广泛用于探

讨城市居民[26]、大学生[27-28]、流动人口[29-30]、农民工[31]、

老年人[32]、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如社

会支持[28]、收入[30, 33]、城市适应[29]等。针对不同类群

人口和研究问题，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和指标也相

应地调整。然而，诚如边燕杰所说，准确测量主观

幸福感本就困难，而穷尽其全部影响因素更是可望

而不可及[26]。因此，尽管中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至

今仍有许多问题尚待探讨，而构建广泛认可且适合

中国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尤为困难。

在旅游研究领域，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沿着两

大议题展开：一是旅游行为或体验对旅游者自身生

活质量的影响[34-38]；二是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生活

质量的影响 [6-9, 11-13, 39-40]。这些研究主要采用主观指

标，包括主观幸福感[7, 9, 37, 41]、生活满意度[11, 38, 42]和幸

福/快乐度[43-44]。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度都是侧重于短

期评测，甚至是即时反应，其中生活满意度侧重于

认知层面，而幸福度侧重于情感层面[45]。主观幸福

感则是综合了认知（cognitive）和情感（affective）方

面的个体反映[7]。因此，主观幸福感更适合于研究

旅游发展等长期因素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通常，主观幸福感被划分为多个具体生活质量

领域（domain），而总体主观幸福感（total SWB）就是

各个具体生活质量领域综合评价的结果。随着研

究的深入和案例地的扩展，生活质量领域不断增

加，Cummins总结出了173个生活质量领域，其中有

7个是最为常见的：物质福利（material well-being）、

健康（health）、生产力（productivity）、亲密关系

（intimacy）、安全感（safety）、社区状况（community）

以及情感幸福（emotional well-being）[46]。这 7 个生

活质量领域被广泛接受，并经常应用于旅游与生

活质量的研究中，只是在具体案例研究中略有选

择[7, 11, 39, 47]。例如，Kim等人研究旅游地居民主观幸

福感时，将其简化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涉及经济、

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领域[11]。Andereck和Nyaupane

特别考虑旅游影响感知程度，构建了包含 8个领域

的主观幸福感模型（TQOL）。Liang 和 Hui 修订了

TQOL模型，根据中国人注重家庭生活领域的特点，

增加了家庭和个人生活状况领域[7]。过去 10年，旅

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估积累了一定的实证案例，

但问题逐渐凸显，主要表现为：

第一，处于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社区，旅游对

生活质量各领域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有所差异。研

究表明，在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旅游对居民的经

济和文化生活领域影响范围小，程度浅；在旅游发

展的成熟阶段，旅游对经济生活领域影响范围最

大，程度最深，而对文化生活领域的影响略有增长；

在旅游发展的衰退阶段，对经济生活领域的影响下

降，但对文化生活领域的影响达到最大[11]。随着社

区旅游的发展，居民群体逐渐分异，对旅游发展的

态度也出现了变化[7, 12]。此时，多领域的生活质量评

测在同一社区的不同群体就存在显著差异[7, 13]。因

此，对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社区，采取完全相

同的生活质量领域进行评价是不科学的。

第二，多生活质量领域的评测对总体生活质量

的解释力并不稳定，缺乏横向可比性。例如，Andereck

和Nyaupane最早构建的 8个领域的TQOL（tourism-

quality of life）解释了总体生活质量的55%[12]。Liang和

Hui改进了TQOL模型，解释力提高到了61.844%[7]。

Guo 等开发的 9 个生活质量领域解释了生活质量

73.17%的变异量。然而，Kim 等人的研究指出，多

领域生活质量仅解释了 49%的总体生活满意度。

Nawijn 和 Mitas 更是指出，多领域生活质量只能解

释总体生活质量的47.7%，其中仅有9%的变异是来

源于旅游影响[9]。事实上，在生活质量研究领域，这

种“单项提问，总体相加”的测量方法一直备受争议[16]，

缺乏横向可比性。

第三，在实际调研中，受访居民总是以过去的

生活或周边其他乡村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作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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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在学术界，伊斯特林悖论指出，收入是重要的

生活质量领域，但收入的增长并一定带来幸福感的

提升[48]。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对于发达国家居

民而言并不显著，但对于贫困国家或地区而言就显

著[49]。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亦如此[50]。中国的收入

差距对主观幸福感呈现倒U形影响，零界点的基尼

系数是 0.4，在 0.4 之前，收入增加，幸福感提高；在

0.4之后，收入增加，幸福感下降[51]。在经济快速增

长阶段，收入增长带来幸福提升；如果经济收缩，那

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52]。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的社区而言，旅游发展引发的收入增长并不一定带

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1.2 基于多重差异理论的生活质量评测模型

1985 年，Michalos 提出了多重差异理论，该理

论认为人们总体生活质量是基于对各种“参考标

准 ”之 间 比 较 差 距（discrepancies）的 感 知 [17]。

Michalos将其理论操作化，通过实证研究，构建了7

个关键“参考标准”：他们想要的、周围人的、过去最

好的、3年前预期的、5年后希望拥有的、认为值得的

以及认为他们最需要的[18]。换句话说，人们对生活

质量的好坏的认知并不基于某个具体生活领域的

改善，而是基于自己与他人（self now/others）、现实

与值得的（self now/deserved）、现实与需要的（self

now/needs）、现实与计划的（self now/progress）、现实

与未来的（self now/future）以及现实与过去最好的

（self now/best）之间的比较差距 [23]。Michalos 后来

又补充了两个参考标准：一是现实与现在期望的

（self now/self expected by now）；二是现实与未来期

望的（self now/self expected in future）[18]。此外，还有

一些研究加入了现实与想要的（self now/wants）[53]，

自己与亲戚的（self now/relatives）、自己与朋友的

（self now/friends）、自己与最低可接受结果（self

now/minimum tolerable outcomes）等 [54]。该理论在

过去几十年经受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其中Michalos

的团队基于39个国家18 000样本的研究表明，该理

论解释力最好的是在奥地利和芬兰等国家，平均达

到 64%；解释力最差的是在墨西哥，平均也有 36%。

其中，“与想要的目标相比”和“与周围其他人相比”

这两个参考标准最具解释力[55-56]。

多重差异理论及其操作化在过去一直在优化，

以增强其适用性。Jacob和Brinkerhoff通过进一步

的操作化（operationalizing）多重差异，使多重差异

评测模型的适应性得到提升[22]。Jacob等进一步检

验了多重差异模型各“参考标准”之间的互动关系，

提出了两个显著的补偿因素[20]。Michalos和Kahlke

检验和优化了多重差异模型评测的稳定性和敏感

性[21]。通过操作化，多重差异理论的适应性和解释

力得到了提升，一般能够稳定地解释总体生活质量

的 50%以上，相比于多生活质量领域具有优势 [19]。

Michalos认为，多重差异理论简洁明了，易于测量，

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例地。当然，多重差异理论在

解释某些特定群体时，其解释力也可能低于50%[18]。

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参考标准”需要根据案例地

和群体情况进行小范围的调整。与此同时，诸如性

别、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以及自我

尊重（self-esteem）和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因素

也会纳入评测模型进行分析，但社会人口特征变量

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解释力一般不会超过10%[19]。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社区情况

本文案例地云台山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

面积240平方千米，距省会郑州西北70千米。1999

年，焦作市明确了以云台山为核心的山水旅游城市

建设战略。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云台山成长为中国

新兴的旅游目的地。2004年，云台山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评选为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2007年被评

为国家 5A级景区。2014年，云台山景区接待游客

223万人次（仅指主景区实际入园人数），2015年增

长到235万人次①。云台山景区远离城市，2014年云

台天阶国际饭店建成之前，游客的餐饮、住宿以及

购物消费基本发生在位于景区内部的 5 个乡村社

区，即岸上、古洞窑、五家台、茶棚掌和黑石岭。这

促进了社区居民生活的改善。这 5个社区（原属岸

上乡）在 2000以前为省级贫困乡，主要以山林种植

（如四大怀药）为生，人均收入仅 260元。2000年云

台山景区大发展以来，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山林

种植被禁止，乡村居民逐渐转型从事旅游相关就

业：一部分村民受雇于景区成为景区员工，一部分

村民利用自家房屋从事旅游经营活动，为非景区员

工。目前，5个社区 80%以上的村民都从事旅游相

关就业。其中，云台山景区员工由 2000 年的 69 名

增加到 2015 年的近 1900 名，大部分是上述社区居

民，也吸纳了部分周边乡镇的居民①。2014年，云台

山周边 5个社区家庭旅馆（部分兼营购物、餐饮）数

①数据来源：河南省焦作市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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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388个，2015年有所下降，其中，岸上125家、黑

石岭 84 家、古洞窑 67 家、五家台 56 家、茶棚掌 26

家，另有土特产品商店约 60家①。旅游发展成为乡

村社会经济进步和生活质量提升的主要推动力。

目前，这5个社区的居民全部脱贫，与大多数周边其

他乡镇的居民相比，较为富裕。与此同时，为了满

足游客需要，政府和景区对社区的基础设施、村容

村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生活环境和条件得到了极

大改善。

2.2 问卷设计与调研过程

调查问卷分 3部分：一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

营的类型、经营时长、居住时长、雇员数量等，由于

现有研究并不支持上述经营特征与总体生活质量

存在相关关系，故并未纳入本研究分析；二是样本

的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个人月收入和受教

育程度等；三是基于多重差异理论的生活质量量

表，包括 4 个参考标准和 1 个总体生活质量（total

SWB）题项，采用李克特5度量表（1很不满意—5非

常满意），问题类似于“与您周围社区的人相比，您

认为目前的生活状况？”本文通过对关键人物的访

谈，试验了各种参考标准的适应性和可行性，最终

选取了 4个参考标准：与周围社区人比（SO）、与认

为值得的比（SD）、与过去最好的比（SB）和与3年后

希望的比（SF）。主要基于如下考虑：第一，上述4项

参考标准是最广泛使用的标准；第二，因为各个参

考标准在意思上有差别，但表述上难以区分。过多

的标准对于本案例所调查的偏远地区社区村民而

言，难以感知其差别。例如受访的关键人物就很难

判断“与最低可接受结果相比”这样的参考标准。

课题组分别于2014年7月4—12日和2015年8

月 17—26日对案例地开展了关键人物访谈和两次

问卷调查，访谈和问卷调查同期进行。关键人物访

谈包括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负责人（3名，分管

营销、规划和运营），社区精英（5人，主要为经营时

长较长和经营规模较大者），景区员工（4人，社区居

民），部分关键人物进行了多次访谈。关键人物访

谈一方面在于验证量表的适用性，另一方面旨在佐

证问卷结果，对结果进行解释。两个年度的问卷调

查对象属于同一总体。针对员工居民（在云台山景

区工作的社区居民）的调查是在云台山景区管理局

的协助下，走访各个部门和基层单位，采取便利和

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获得，调研由课题组独立开展；

针对非员工居民（指参与旅游经营活动但不在云台

山景区工作的社区居民）则采取普查的方式，调研

组独立走访周边社区所有家庭旅馆、餐馆和特产商

店进行问卷调查。2014年，共计发放问卷500份，回

收 478份，剔除无效问卷（如连续重复、关键信息缺

失、完成率过低或逻辑谬误等问卷）后剩余435份有

效问卷。2015 年，共计发放问卷 523 份，回收问卷

482份，有效问卷394份，见表1。

3 结果分析

3.1 均值分析

本文采用 SPSS22 进行信度分析表明，2014 年

全部样本（435 个）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26，

而 2015年全部样本（394）的Cronbach’s Alpha值为

0.832，达到Nunnally和DeVellis所认定的“非常好”

的信度标准[57]。本文通过均值分析，比较两个年份

不同类型社区居民在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异（表2）。

均值分析表明，无论是员工居民还是非员工居

民，2014年的社区居民的总体生活质量均高于2015

年（均值：3.54＞3.41；3.70＞3.52），且个体间差异扩

大（方差：0.752＜1.074；0.828＜0.917），群体趋于多

元。从群体比较看，非员工居民普遍比员工居民的

总体生活质量高（均值：3.54＜3.70；3.41＜3.52）。

但从具体参考标准的年际变化比较来看，2014年非

员工居民在各个参考标准比较中都比员工居民的

高；然而 2015年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员工居民评价

均值大幅上升，而非员工居民评价趋于稳定（表

2）。这是因为：一方面，非员工居民所从事的家庭

旅馆、特产商店和旅游餐饮等业务主要依托于自家

房屋，生产与生活一体，自主灵活，不受约束，收入

尽管不稳定，但也高于员工居民，因而表现出比员

工居民更高的总体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员工居民

经济来源于景区收入（主要是门票），景区游客量的

波动很容易反映到其经济收入和各方面福利的变

化。2015年游客量的上升，门票增收，直接导致员

工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所有参考标准中，SF

（与 3年后希望的比）无论在任何群体、任何年份都

是表现出最高的均值，表明居民目前生活的状况与

未来 3年后所期待的生活状况已经非常接近，受访

者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没有变化。SD（与认为值得的

比）的均值最低，说明居民目前生活状况与他们认

为值得或应得的生活状况还有差距。访谈中，部分

居民认为为生活付出的要比获得的多，不值得。

①数据来源：河南省焦作市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和课题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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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样本的社会人口结构特征

Tab. 1 Profile of respondents by years

题项 Items

性别Gender

年龄Age

个人月收入(元)

Monthly personal

income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男Male

女Female

≤ 15

16~25

26~35

36~45

46~60

≥ 61

≤ 1000

1001~2000

2001~3000

3001~5000

5001~10000

≥ 10001

缺失值Missing value

小学Primary school or less

初中 Junior high school

高中Senior high school

大专 Junior college

本科Undergraduate

研究生及以上Graduate or more

2014年样本量Frequency/%(n=435)

员工居民Staff

(n=90)

54(60.0)

36(40.0)

0(0)

14(15.6)

38(42.2)

28(31.1)

9(10.0)

1(1.1)

1(1.1)

20(22.2)

42(46.7)

22(24.4)

4(4.4)

1(1.1)

0(0)

3(3.3)

7(7.8)

40(44.4)

19(21.1)

18(20.0)

3(3.3)

非员工居民Non-staff

(n=345)

140(40.6)

205(59.4)

4(1.2)

109(31.6)

120(34.8)

76(22.0)

30(8.7)

6(1.7)

52(15.1)

144(41.7)

71(20.6)

39(11.3)

18(5.2)

3(0.9)

18(5.2)

27(7.8)

130(37.7)

131(38.0)

35(10.1)

20(5.8)

2(0.6)

2015年样本量Frequency/%(n=394)

员工居民Staff

(n=78)

15(19.2)

63(80.8)

0(0)

12(15.4)

48(61.5)

13(16.7)

4(5.1)

1(1.3)

1(1.3)

30(38.5)

20(25.6)

11(14.1)

9(11.5)

4(5.1)

3(3.8)

1(1.3)

2(2.6)

34(43.6)

37(47.4)

4(5.1)

0(0)

非员工居民Non-staff

(n=316)

144(45.6)

172(54.4)

15(4.7)

97(30.7)

82(25.9)

76(24.1)

34(10.8)

12(3.8)

34(10.8)

59(18.7)

92(29.1)

77(24.4)

36(11.4)

12(3.8)

6(1.9)

18(5.7)

129(40.8)

108(34.2)

39(12.3)

19(6.0)

3(0.9)

Note：Staff is the community resident who works at Yuntai Mountain scenic resort, while Non-staff is residents who does not work at Yuntai

Mountain scenic resort.

表2 生活质量题项均值分析结果

Tab. 2 Means for QOL indicators

题项 Items

总体生活质量（Total SWB）

与周围社区人比（SO）

与认为值得的比（SD）

与过去最好的比（SB）

与3年后希望的比（SF）

2014年均值Mean（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n=435)

员工居民Staff

3.54(0.752)

3.34(0.673)

3.03(0.942)

3.41(0.820)

3.97(0.893)

非员工居民Non-staff

3.70(0.828)

3.35(0.829)

3.17(0.933)

3.68(0.882)

4.25(0.931)

2015年均值Mean（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n=394)

员工居民Staff

3.41(1.074)

3.38(0.983)

3.28(0.966)

3.79(0.873)

4.01(1.000)

非员工居民Non-staff

3.52(0.917)

3.33(0.796)

3.19(1.014)

3.69(0.962)

3.96(0.964)

注：采用的是李克特五度量表。Total SWB =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life as a whole right now?

Self/others (SO): The perceived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one has now and others have.

Self/deserved (SD): The perceived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one has now and deserves or merits.

Self/best (SB): The perceived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one has now and the best one has ever had 3 years ago.

Self/future (SF): The perceived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one has now and what one expects to have 3 years from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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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强制进入法，以 4个参考标准作为自

变量（SO、SD、SB、SF），总体生活质量为因变量，分

年度（2014年和2015年）、分类群体（员工居民、非员

工居民和总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

根据表3可知，从2014年和2015年的总体样本

看，SO、SD和SB对总体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且 SO的系数最大，解释力最强。这说明“与

周围社区人比”“与认为值得的比”“与过去最好的

比”是人们对自身总体生活质量评价的显著参考标

准，而“与 3年后希望的比”并非显著参考标准。与

此同时，SF 仅在 2015 年的员工居民中存在显著的

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对未来生活状况期待越高，对

目前生活状况的评价就会越低。结合前文均值分

析结果，由于居民对未来生活期待变化较小，随着

旅游发展，实际生活与期待的生活差距缩小，因而

这种负向的关系仅在2015年的员工居民中显著，不

具有普遍的显著性。从R2的表现看，2014年和2015

年的数据表明回归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总样本看，4个“参考标准”对总体生活质量的解释

力在 41.6%~41.7%（Ad R2）之间，而在员工样本看，

其解释力则高达55.5%~61.3%之间。多重差异理论

更适合解释员工居民的生活质量。

3.3 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用两个年度的总样本，进一步以社会人口

特征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强制进入法，仍以4个参考

标准作为自变量，总体生活质量为因变量，分两年

度各用两个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中，性别变

量（名义变量）已进行虚拟变量处理，结果如表4。

根据表4可知，在社会人口特征中，仅个人月收

入对总体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收入越

高，总体生活质量越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随着

收入的增长，总体生活质量会一直提高。本结果仅

反映目前旅游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下的情况。总

体而言，社会人口特征仅解释了总体生活质量的

3.0%~3.5%。从模型 1 和模型 2，模型 3 与模型 4 的

比较看，在考虑社会人口特征因素下，4个“参考标

准”在2014年样本中对总体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而在2015年的样本中仅SO、SD和SB具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在考虑社会人口特征因素的情

况下，4个“参考标准”在2014年和2015年样本中分

别使解释力提升了39.9%和39.4%。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建立了包含4个“参考标准”的多重差异指

标，以河南省焦作市云台山景区内 5个社区居民为

样本，收集了2014和2015两个年度的数据，通过均

值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多重差异理论的

适用性。研究表明，多重差异理论在解释旅游地社

区居民总体生活质量上，对总样本的解释力在

41.6%~41.7%之间，而对员工居民的解释力在55.5%~

61.3%之间。这一解释水平在多重差异理论通常认

可的 36%~64%范围以内[55-56]，符合 50%上下的浮动

规律[18]，具有良好的适用性。从理论意义上看，案例

社区居民对总体生活质量评价主要参考周围社区

居民的生活状况、自己认为值得的生活状况以及过

表3 强制进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Tab. 3 Results of enter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题项 Items

SO

SD

SB

SF

Constant

F-statistic

R2

Ad R2

VIF

n

2014年

员工居民Staff

0.494(4.466)**

0.193(2.362)*

0.196(2.221)*

-0.005(-0.070)

0.658(2.116)*

28.748**

0.575

0.555

1.537-2.086

90

非员工居民Non-staff

0.322(5.593)**

0.226(4.427)**

0.087(1.617)

0.074(1.652)

1.279(6.768)**

54.715**

0.392

0.384

1.415-1.852

345

总样本Overall

0.333(6.587)**

0.232(5.369)**

0.109(2.366)*

0.065(1.713)

1.163(7.154)**

78.180**

0.421

0.416

1.392-1.826

435

2015年

员工居民Staff

0.479(3.482)**

0.127(0.884)

0.536(3.721)**

-0.216(-2.169)*

0.206(0.557)

31.550**

0.634

0.613

1.710-3.319

78

非员工居民Non-staff

0.261(4.165)**

0.228(4.478)**

0.187(3.347)**

0.118(2.191)*

0.765(3.560)**

48.312**

0.383

0.375

1.487-1.736

316

总样本Overall

0.306(5.422)**

0.223(4.600)**

0.247(4.766)**

0.050(1.055)

0.642(3.469)**

71.273**

0.423

0.417

1.608-1.796

394

注：*p<0.05，**p<0.01，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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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最好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未来期待的生活状况。

相较于多领域生活质量的评测方法，从实证结果

看，多重差异评测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理论和指标

简洁，不涉及具体生活领域的旅游影响差异，适用

于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社区，对贫困地区受教育程

度低的社区居民尤为适用；第二，不同案例地基本

采用的是相同的“参考标准”，评测结果具有横向可

比性，解释力较为稳定。

从实践意义看，本研究认为，为了提高旅游地

居民生活质量，政府要在已经公平照顾社区居民利

益、让居民平等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效

率，在做大旅游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实际

参与旅游发展较多，且生活受到旅游影响较大的社

区居民有获得感。这种获得感不是绝对的获得，而

是一种比较自己与周围人、付出与得到、过去和现

在之间的相对获得感。政府工作的重点不仅要实

现具体生活质量领域的总体提升，更应重点改善参

与旅游的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领域，让他们先“幸

福”起来，树立榜样，引领更多的人参与旅游，获得

更好的生活质量。这可能是提高旅游地社区居民

生活质量的有效路径。

本研究是多重差异理论在中国旅游发展情境

下的一次尝试。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开展更多的

实证案例，将多重差异理论拓展到不同发展阶段的

社区以及更多类型的居民。从实证层面，多重差异

理论是否对于较低生活质量的群体或受教育程度

较低的群体具有更好的适用性？多重差异理论是

否也适用于一个旅游发展处于成熟阶段、社区群体

类型更为复杂的城市旅游社区？多重差异理论其

他“参考标准”能否在中国情境下的其他案例得到

检验？以及“旅游影响—多重差异—总体生活质

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重要方向。从理论的本土化

建构层面，多重差异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可能面临跨

文化差异和地域差异。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可能表现为Triandis提出的 4种不同群

体类型[58]，那些秉持垂直个人主义的人更关心与他

人的比较[59]，可能更适用多重差异理论。未来，随着

中国实证研究案例的积累，新的“参考标准”，乃至

新的理论解释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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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有控制变量的强制进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总样本）

Tab. 4 Results of enter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verall)

题项 Items

性别Gender

年龄Age

收入 Income

教育Education

SO

SD

SB

SF

Constant

F-statistic

R2

Ad R2

n

2014年

模型1 Model 1

0.099(1.220)

0.028(0.690)

0.098(2.446)*

0.012(0.297)

3.247(17.689)**

3.279*

0.030

0.021

435

模型2 Model 2

0.152(2.378)*

-0.004(-0.126)

0.015(0.481)

-0.23(-0.740)

0.331(6.403)**

0.219(5.043)**

0.111(2.409)*

0.083(2.152)*

1.098(5.313)**

40.217**

0.430

0.420

435

VIF

1.140

1.175

1.285

1.216

1.917

1.852

1.836

1.447

2015年

模型3 Model 3

-0.130(-1.293)

0.04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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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Quality of Life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A Confirmatory Study on 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

LIANG Zengxian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ourism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popular option for community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ce a community becomes a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daily lif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s

changed and influenced by increasing numbers of tourists and their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the topic

of tourism and quality of life (QOL)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around the world. There are two broad

types of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QOL: subjective reactions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Subjective well-

being (SWB) is widely applied in tourism research, especially in studi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local residents’QOL. Most studies consider SWB to be composed of several domains and have the

idea that improvements in each life domain resulting from tourism development help to enhance the

total QOL. However, this measurement of multiple domains still has some weaknesses, as the scope

and level of tourism effects vary with the stag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sidents may hold

different values in each domain of QOL. 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 (MDT) proposes the alternative

idea that total QOL is based on different comparisons and comes from perceived discrepancies between

what one has now and a series of reference standards, such as what relevant others have now, what one

wants, the best one has ever had, what one deserves, and so 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an alternative method, based on MDT, for detecting and

evaluating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esidents’QOL. Taking Yuntai Mountain (a World

Geopark in Jiaozuo, China) as a case study, two rounds of field interview surveys were conducted via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to 435 and 394 local residents in 2014 and 2015, respectively. Local residents

were divided into staff residents who worked for Yuntai Mountain Geopark and non-staff residents who

were self- employed in the surrounding tourism business. Convenience and snowball sampling were

used in the survey of staff residents, while general sampling was used in the survey of non- staff

resident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show the QOL scores. A series of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was performed to test whether each discrepancy and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 influenced the total QOL. The empirical case study results indicate

MDT well explains the degree of total QOL and reveals more details about the discrepancies in QOL.

What others from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have now, what one deserves, and the best one has ever

had are three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references of total QOL now, while the reference of what one

expects in the future is not so important. Moreover, the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mselves explain

the variance in total QOL.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multiple discrepancies on the total QOL are

moderated by these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uld help to improve the

QOL of local residents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ourism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tourism development; quality of life (QOL); 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 (MDT); subject

well-being (SWB); Yuntai Mountain (Jiaozuo City)

[责任编辑：刘 鲁；责任校对：吴巧红]

⋅⋅ 47


